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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徐惠娟 刘生敏
1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摘 要】：基于社会网络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利用去哪儿网站 2012—2020 年上海红色旅游的网络游记分析

了上海红色旅游流的时间分布、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受天气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上海红色旅游流

的年际变化大致呈倒“U”型。(2)红色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密度大于综合景点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密度。(3)上海红色

旅游流空间网络整体密度低，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区。(4)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旅游节点营销方

式、旅游节点产品类型、旅游节点知名度、游客旅游满意度、旅游节点可达性、旅游节点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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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是以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为主题，以红色资源为依托的主题性旅游活动[1]。2020 年红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 1亿

人次，“十三五”期间，我国红色旅游出游人数保持稳定增长，在全国国内旅游市场中维持在11%以上的市场份额
[2]
。红色旅游

把红色人文景观与绿色景观结合，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既可以观光

赏景，又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培育新的时代精神。 

在现有的旅游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多用于分析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在研究尺度上，国内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分析主要集

中在区域（跨省）、省域和市域 3个层面，如黄河流域[3]、河南省[4]、杭州市[5]。国外学者的研究尺度还有更大层面。如，Hwayoon 

George、Yoonjae 对 2002—2014 年的国际旅游流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发现国际旅游增长保持相对稳定，出入境国际旅游

网络逐渐分散[6]。在研究内容上，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网络结构经济关系[7,8]、影响因素[9,10]等均有研究。国内学者还对不同类型的

旅游活动进行网络化分析：以时间为分界，刘益、滕梦秦对广州的夜间旅游流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广州的夜间旅游呈空间

近域性分布，且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
[11]
；以空间为分界，王朝辉、汤陈松、乔浩浩等对湖州市的乡村旅游流进行了网络结构分析，

发现民宿集聚片区成为其网络结构的核心区[12]；以旅游组织形式为分界，王娟、胡静、贾焱等采用社会网络方法对武汉自助游进

行了分析，发现武汉自助游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13]。当前，关于红色旅游的网络结构分析并不多见。 

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红色旅游流的重要性，并加大了对红色旅游流的研究，有关于全国红色旅游景区[14]的研究，也有

关于革命圣地延安[15]、井冈山[16]、韶山[17]，或者以重要历史事件（长征[18,19]）为主题进行的研究。在研究数据上，现在的学者更

多地以社交媒体上游客发布的旅游路线和 OTA（在线旅游）平台上的网络游记等数字足迹[20,21,22]为数据进行相关研究。因此，本

文根据抓取的网络游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上海市红色旅游流进行了系统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完善运用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对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的研究。同时，期望通过分析上海红色旅游节点之间的互动信息及影响上海红色旅游

流网络结构的因素，为具体指导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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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采集 

1.1 研究区域 

本文以2019年《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所公示的红色旅游景区和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红色旅游节点作为研究对象，

共计 43处，分为 4个系列：红色纪念馆系列、名人故居系列、烈士陵园系列、革命遗址系列。利用ArcGIS 绘制出 43处红色旅

游节点在上海的分布情况，可知上海红色旅游节点主要集中在4个区域：黄浦区、静安区、虹口区、浦东新区。 

 

图 1上海红色旅游节点分布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标准 

目前我国可供采集数据的旅游网站有携程、去哪儿、飞猪、驴妈妈、马蜂窝等。基于网站信息与本文所需数据的匹配性，本

文选取去哪儿网站作为数据采集的来源，共计爬取有关上述景点的游记 821 条数据。因去哪儿网站在 2012 年前未有游记记载，

所以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12 年 1月—2020 年 12月。数据内容包括游客出发时间、在上海旅游的天数、在上海旅行的路线、

用户评分。对爬取的821 条数据做以下处理：一是整合同一游客在同一出行时期发布的不同行程路线；二是对于跨省区旅游的游

客核实其在上海旅游的天数；三是对处于同一空间而名称表述不同的旅游景点进行统一，例如陆家嘴中心绿地、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金茂大厦统一简称为陆家嘴。经过上述数据处理方式，最后得出符合标准的数据 477条。 

1.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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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网络密度、“核心—边缘”模型、凝聚子群、中心性等指标呈现综合网络结构及其节点联

结关系，采用的软件为 Ucinet、ArcGIS。其中，网络密度可以很好地展现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联系是否紧密，数值越大越紧密。

“核心—边缘”模型将旅游节点区划分为核心层和边缘层，体现了不同区域的客流量情况。凝聚子群可以集合与某一节点有联

系的相关节点，反映各子群内部各节点的关系和子群间的联结特征。中心性包括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度中心度，各个中心

度反映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中心度整体上反映的是某一节点对其他节点的影响力，或者受其他节点影响力的大小。 

 

图 2中心区红色旅游节点分布 

2 结果及分析 

2.1 时间分布 

2012—2020年上海红色旅游游记数量分布如图 3所示，总体上呈倒“U”型。在477 条采集的数据中，2015 年的数据有 103

条，占比为21.59%。游记数量的多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旅游流量的多少。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这是一

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游客的爱国主义之情催生了红色旅游的动机，成为 2015年上海红色旅游高峰的可能原因。2020 年受新

冠疫情的影响，整个旅游业被迫陷入经营困境，红色旅游的客流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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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游记数量年份分布 

 

图 4游记数量月份分布 

从图 4 可见，上海红色旅游具有季节波动性，6 月份和 11、12 月份客流量较少，处于红色旅游的淡季，这些月份处于年中

或年末，节假日较少，且气候变化也是造成客流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十一”国庆黄金周政策性地造成了上海红色旅游的高峰。

红色旅游产品和自然景观不同，它不会随着天气的变化造成产品自身的变化，即上海红色旅游发展的季节性波动不是由景区自

身产品变化所造成的，而是由外界天气或者国家政策等因素导致的。 

2.2 综合网络结构 

本文以 43个红色旅游景点为中心，根据477 篇游记中所涉及的旅游路线，得出与红色旅游景点相关联的其他景点，由此绘

制综合网络结构图（图 5）。首先建立 Nodelist(1-mode）矩阵，通过 DL 语言输出，最后生成 111×111 的矩阵。在 111 个节点

中，共生成 372 条连线，该网络整体密度为 0.0305，网络整体密度偏低，大部分旅游节点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位于图 5 左侧

一列的是孤立节点，即没有与其他任何节点产生联系的节点。其中，红色旅游节点宋庆龄故居、陆家嘴、鲁迅故居、孙中山故居

的连线数量较多，表明这些节点的客流量较多，与其他节点的联系比较频繁，连通性较好；与这些红色景点联系较密切的有外

滩、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豫园、田子坊、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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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综合网络结构 

2.3 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 

除了综合网络的分析，本文还针对上海市 43个红色旅游节点进行了网络化分析，通过进一步的筛选，可以清楚地了解43个

红色旅游节点之间的关联性，即在到访某一红色旅游节点前后选择到访其他红色旅游节点的可能性。从图 6可见，其孤立节点与

图 5 中孤立的节点相同，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密度为 0.0897，大于图 5 的综合网络密度。图 6“心型图”内部的红色旅游节

点的连线数量总体上多于外部红色旅游节点的连线数量，这表明内部红色旅游节点的客流量多于外部红色旅游节点的客流量。

以宋庆龄故居为例，除毛泽东旧居、五卅惨案烈士流血处以外，其与陆家嘴、孙中山故居、中共一大会址、中共四大会址等节点

均有联系。红色旅游流的地理分布及红色旅游流在红色旅游节点间的流动关系如图 7所示。 

 

图 6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 

 

图 7红色旅游流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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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点特征 

3.1 中心度 

中心度的测量主要通过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 3个指标进行。其中，度中心度表明某一节点旅游流的集聚和辐

射作用；中介中心度用以衡量某一节点的中介作用，即控制和依赖其他节点的程度；接近中心度则表示某一节点的中心程度，以

及与其他节点的通达性。综合网络的度中心度的平均值为 3.351，这表明每个节点平均与网络中 3.351 个其他节点有联系。网络

整体的外向程度为 40.959%，内向程度为 9.769%，外向程度大于内向程度，则综合网络中节点的辐射功能要比凝聚功能更显著。

其中，外向程度高的前 10 个节点依次是陆家嘴、宋庆龄故居、鲁迅故居、孙中山故居、上海世博园、周公馆、李白烈士故居、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陈毅广场、人民英雄纪念塔，这 10个旅游节点对周边景点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大；内向程度高的前 10位为

中共一大会址、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鲁迅故居、陆家嘴、上海世博园、周公馆、三山会馆、中共二大会址、团中央旧址纪

念馆，10 个节点景点的凝聚功能较大，表明这些景点较多的凭借自身影响力来吸引游客，而较少依赖其他旅游节点的分流。中

介中心度较高的有宋庆龄故居、陆家嘴、中共一大会址、周公馆、中共二大会址、孙中山故居、鲁迅纪念馆等节点，中介中心度

的值越高，表明某一节点对其他旅游节点的控制性越强，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宋庆龄故居的中介中心度最高（38.096），

可见宋庆龄故居是上海重要的红色旅游节点。接近中心度的数值越小，表明该节点的中心程度越高，与其他节点之间的通达性也

就越好。接近中心度从低到高前10位依次是宋庆龄故居、中共一大会址、陆家嘴、孙中山故居、鲁迅纪念馆、人民英雄纪念塔、

周公馆、上海世博园、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图 8子群节点 

3.2 凝聚子群 

凝聚子群的主要作用是揭示整个网络结构中存在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内部节点连接比较密切，小团体之间的紧密程度有

所降低。本文通过 Network-Subgroups-N-Cliques这一路径，对整个网络进行了凝聚子群分析，共得到 3个 2派系的凝聚子群，

即在各子群中任何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均不超过2。3个子群包含的节点有所交叉，这些交叉的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辐射带动作

用较强。上海红色旅游地应采取多景区互联、互通、互动的模式，充分利用关键节点的辐射作用和凝聚作用，以推动红色旅游的

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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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心—边缘分析 

通过核心—边缘模型将上海红色旅游景点分为核心部分和边缘部分，核心部分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对整个上海红色旅游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位于边缘部分的景点的游客量则较少。核心区各景点之间的连接密度为 0.32，节点之间的连接较紧

密，而核心区与边缘区、边缘区内部节点之间的连接密度均为0。可见，上海红色旅游景点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层，发展具有不平

衡性，且核心区对边缘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边缘区的景点孤立性较强。在边缘区，可以发现其旅游景点大多为烈士陵园类，

烈士陵园类节点具有突出的功能性，在游客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劣势。 

3.4 结构洞 

结构洞是指两个行动者之间的非冗余的联系[23]。效能也称有效规模，是衡量结构洞重要性的指标，可以反映节点的整体影响

力。在 Ucinet中，沿着 Network-Ego Networks-Structural Holes 这一路径得到效能数值，从大到小排列前 10个节点为宋庆

龄故居、陆家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孙中山故居、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周公馆、鲁迅纪念馆、人民英雄纪念塔、上海城市

规划展示馆、中共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这些节点在衔接无直接关系的节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旅游旺季，这些

结构洞可能会面临承载量过度的问题。对于依靠结构洞来建立联系的节点，可以通过寻找更多的结构洞来建立联系，但根本之道

是提高节点自身的吸引力。 

4 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 

在前人研究中，旅游资源状况、交通便捷程度、旅游接待能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因素、旅游地知名度[24,25,26]可作为

影响因素的自变量，但研究对象大多为大尺度的旅游流，欠缺聚焦某个城市红色旅游流的研究，且研究方法多为回归分析。灰色

关联度可以用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该方法适用于小样本分析。本文应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上海红色旅游网络结构形

成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借鉴前人的研究，将旅游节点可达性（公交及地铁线路的数量并记为 X1）、旅游节点营销方式（各

大旅游网站、自媒体检索的结果并记为 X2）、旅游节点知名度（百度指数并记为 X3）、旅游节点产品类型（讲座、展览、研学等

并记为 X4）、游客旅游满意度（用户评分并记为X5）、旅游节点区位（2km 以内红色旅游节点的数量并记为 X6）作为自变量。度

中心度表明某一节点旅游流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本文采用度中心度作为因变量。 

灰色关联度数据处理具体步骤为： 

(1)确定参考序列X0(k）和比较序列 Xi(k）。 

(2)求各序列初值象。 

 

(3)求差序列，并求最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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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关联系数。 

 

(5)计算关联度。 

 

按上述步骤，得出各因素的灰色关联度。 

灰色关联度越大，表明该因素的重要程度越大。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旅游节点营销方式、旅游节点产品类

型、旅游节点知名度、游客旅游满意度、旅游节点可达性、旅游节点区位，上述 6种因素对上海红色旅游网络结构的影响程度较

大。灰色关联度的值均在0.8 以上，而旅游节点营销方式是影响上海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即营销方式越多，

该节点的集聚和辐射作用越强，因此各旅游节点应尽可能采取多种营销方式。旅游节点的产品类型越多，游客在该节点的体验越

多样，越能提高出游的趣味性。此外，大量游客会受到周边信息的影响选择慕名前往某一旅游节点，旅游地要尽可能提升景区的

知名度，抓住游客的从众心理，从而提高旅游地的客流量。旅游满意度对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形成的影响度为 0.9222，影响游

客满意度的因素包括硬环境（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和软环境（旅游地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与专业素质等），因此

提升游客满意度还需综合改善这两方面的因素。用户评分使游客满意度得以量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潜在游客的旅游动机，各

红色旅游地要重视其在网络平台上的评分，尽早做出调整和改善。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采集去哪儿网站 2012—2020年关于上海红色旅游的相关游记，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上海红色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并

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其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结论如下：(1)数据的时间范围为 2012 年 1月—2020 年 12 月，上海红色旅游流的

年际变化大致呈倒“U”型。受外界天气和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上海红色旅游流具有季节波动性。(2)综合旅游网络结构的整体

密度为 0.0305，红色旅游流网络的整体密度为 0.0897，两者具有相同的孤立节点，红色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密度大于综合网络结

构密度。这是因为红色旅游节点数量较少、相对较集中，而综合旅游景点基数大、相对分散。(3)红色旅游流的节点总体上辐射

功能大于凝聚功能，各节点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区，边缘区多为烈士陵园类的旅游地。43 处红色旅游节点总体

上形成了 3个 2派系的凝聚子群，各个子群内部的节点之间联系较密切，很多节点是结构洞。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节点的重要性

越高，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值越高；接近中心度的值越低，越处于核心区，越容易成为各子群的共同节点，越可能是结构洞。

(4)上海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旅游节点营销方式、旅游节点产品类型、旅游节点知名度、游

客旅游满意度、旅游节点可达性、旅游节点区位，这些因素对上海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上海红色旅游地

既要从自身出发，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旅游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要借助外界的力量和其他旅游地建立旅游合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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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改善旅游地的可达性。本文的研究数据显示，外地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 2—3d，

停留时间较短，旅游地的可达性越低，则游客选择该目的地的可能性就越低。建议通过开设旅游专线来提升景区的可达性，或增

加公交站的数量、修建直达路段等方法来提升市区周边节点的可达性。(2)扩大旅游地知名度。加大宣传力度，打造“红中红”

（红色旅游景点中的网红景点）。红色旅游在新媒体营销方面的活跃度远远不够，红色旅游地应选择合适的营销方式来激发游客

的爱国之情与旅游动机，从而获得更多的客流量。此外，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受到各种信息的影响，正规的信息渠道可以使旅游者

更正确地了解旅游地，因此提高知名度还要开拓正规的信息渠道。红色旅游地应建立并完善官网，创办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微

信小程序等官方渠道，缩短游客与旅游地之间的沟通距离，使游客获得更加真实有效的信息。旅游地可借助游客对其特色产品或

服务的认可做口碑营销，从而提升知名度。(3)提升旅游接待力，提高旅游满意度。旅游地应改善自身的硬条件和人文关怀设施，

如游客休息处、特色垃圾桶、饮用水提供点、母婴室，增强旅游体验性。旅游产品的质量关联游客的满意度。部分游客以拍照打

卡为目的而前往红色旅游地，如何让游客真正沉浸在旅游产品中呢？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可开发沉浸式体验的红色旅游产

品，运用 VR技术、全息投影技术还原旅游地的背景故事；运用舞台演出、大型话剧的方式提高旅游产品的文艺性；运用现代科

技打造智慧红色旅游，提高红色知识的传播性与接受度；根据旅游地独特的背景，打造生命力持久且形式多样化的研学旅游产

品。(4)提供优质旅游服务。售票员、景区秩序维持人员、讲解员和其他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素养都会影响游客的满意度。

因此，应加强对景区服务人员专业能力培训，帮助服务人员树立端正认真的工作态度；满足服务人员的合理需求，使服务人员的

利益与景区的利益有机结合，提高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合理考评服务人员的工作，设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充分尊重服务人员的工

作成果。(5)建立旅游合作网，利用凝聚和辐射功能强的节点，带动周边相邻节点的发展。譬如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的红色旅

游巴士，该巴士将 3个红色旅游地相串联，既节省了游客在路上奔波的时间，又提高了处于弱势景点的客流量。其他红色旅游地

也可借鉴这一措施，分流大型非红色旅游节点的流量，或通过主题游将同类型的旅游景点结合起来，如名人故居一日游、瞻仰革

命烈士游等。 

5.3 讨论 

本研究仍然具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虽然网络数据提高了研究者搜集和处理数据的效率，但是受到网络

平台的限制，网络数据数量有限。(2)通过游记记录行程的多为外地游客，对本地游客的数据收集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未来

的研究需进一步扩充文本数据，通过多元化的方式获取本地与外地游客的数据，深入分析，使上海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更加合

理。同时，还可结合网络游记中游客的评论提取影响上海红色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的因素，使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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